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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年 2月，習近平宣稱中國的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完成
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長期以來，中共當局持續運用行政體系動員與

投入資源，嘗試改善貧窮民眾的生活條件與經濟處境，然而從原先的「減

貧」、「扶貧」到習近平的「脫貧」，貧窮治理的政治意義逐漸增加，中

共當局需要藉其強化執政之合法性，然而習近平對於貧窮治理的態度顯然

與前任領導人不同。習近平認為當代中國貧窮問題的原因在於分配不均而

非發展落後，其主張透過對貧窮者「主體增能」的作法將相關資源直接挹

注給貧困戶，相信此舉能夠有效改善中國社會的絕對貧窮問題。本文認

為，習近平對於中國貧窮問題的認知，改變中共對於「脫貧」治理的一貫

政策立場，從局部性的減貧、扶貧，改變為全面性的脫貧。更因其對權力

集中運作的堅持，讓中國貧窮治理的策略不再是依賴調整經濟結構改變居

民所得的作法，改以行政主導與數據管理的方式進行「精準扶貧」。本研

究嘗試釐清在習近平主政時期，其所提出之政治指導如何影響國家政策的

走向，研究者將以中共「精準扶貧」工作為個案，說明習近平個人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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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如何成為影響公共管理的主要變數，而其所採取的權力集中模式又是

如何成為主要執行政策的方式。

關鍵詞：分配、精準扶貧、「習近平思想」、脫貧攻堅、絕對貧窮

*　　*　　*

壹、前言

2015年 10月 2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英國演講時指出：「按照中國的標
準，中國還有 7,000萬人沒有脫貧。按照聯合國標準，中國還有 2億左右人口生活
在貧困線以下」（吳介聲，2020），中國的貧窮來自於過去發展路線的錯誤與經
濟快速成長所造成的落差。鑑於自身的政治承諾，為了強化民眾對執政的信心，中

共需要為社會提供更美好的未來願景，也需要化解「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為此必須正視貧窮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解決貧窮問題。

貧窮被視為發展的對立面，是一種低度發展的常見情境，因此貧窮便被視

為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是經濟發展失敗或適應不良的結果（熊彥翔，

2011）。若欲從政策層面來解決問題，貧窮問題涉及經濟、教育、衛生、社福等多
個部門，因此國家多將貧窮治理轉換為一種多系統整合參與的社會工程，主要目的

是縮減因為貧窮可能發生的治安問題或人道危機，另外再搭配經濟援助或教育投資

來強化階級流動的可能。整體而言，貧窮治理是屬於需要長期政策介入後方能收效

的工作（許台瀅，2007）。然而，觀察中國的貧窮治理作為卻可以發現，國家已然
將貧窮治理視為政治任務並要短期見效，那麼其需要提出何種政策設計與執行體制

搭配才能完成任務？中國貧窮治理的「頂層設計」又是為何？

自中共前政治局委員劉鶴將「頂層設計」此一概念引入政策論述系統後，2011
年 3月公布的「十二五規劃」中提到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此為「頂
層設計」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澎湃新聞網，2014）。隨後在十一屆
全國人大會議四次會議，溫家寶的報告也引述「頂層設計」的概念，強調要「重視

改革的頂層設計」（新華社，2011）。自此之後，「頂層設計」在中國有了專屬意
義，其是欲與鄧小平改革之「摸著石頭過河」有所區別，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在黨中

央的主持與規劃之下進行（北京日報，2011）。
「頂層設計」概念來自於工程系統產業，主要內容意指：資訊架構的設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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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由頂層決定底層、高端決定低端，同時也強調相關要素與頂層目標需建立關

聯以形成整體性。2014年 12月 2日，習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
時，強調要推動改革「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互動（新華網 2014），此時的習近
平經過一連串的黨內鬥爭，其也正式落實了「頂層設計師」的身分（中國新聞網，

2014）。2017年中共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式寫入
黨章後，「習近平思想」也成為中共施政的最高指導，那麼如何透過「對標頂層」

來實踐由頂層到基層的政策過程？如何確保與黨中央的路線一致？這遂讓「習近平

思想」研究成為重要工作（張執中，2018）。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想探討習近平如何影響中共的決策機制，特別是在中

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確定繼續第三任任期，「習思想」已然成為中國重要政策設

計的主要指導，如何把領導人對問題的認知與政策執行的具體過程加以聯繫？本文

將以中國的貧窮治理做為研究對象，透過探討中國貧窮治理模式轉變之過程，說明

習近平的政治指導對中國公共治理運作機制的影響。

貳、中國貧窮問題的治理模式、貧窮屬性的變化與影響

一、改革開放以前

「貧窮」主要是指人無法獲得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物質條件，這種因為物

質限制而威脅生存的處境被稱為「絕對貧窮」。中共建政之初，連年內戰致使發展

基礎全無，貧窮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而「短缺」則是造成貧窮的主要原因（溫鐵

軍、王茜、張俊娜，2021）。1955年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出「共
同富裕」的思想，希望能在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同時

推動農業合作化的運動，在農村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讓全體農民共

同富裕起來（中共黨史教育網，2020）。毛澤東認為小農經濟無法規模生產是不可
能擺脫貧困，唯有建立合作社才能讓群眾富裕（王振輝，2003），在毛澤東欽定路
線之後，中共採取農業合作化運動、重工業化等方式來加速提高經濟生產。

然而冷戰讓中國只能依附在蘇聯建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無法參與國際

分工以推動經濟成長，再加上產業發展策略違反比較利益原理，「以農補工」的政

策雖讓產出增加，但卻未能創造足夠數量的財富，更導致糧食供應發生問題（魏萬

青，2012）。其後文革期間的全民亂鬥、「上山下鄉」等種種錯誤施政讓國家發展
停滯，更使得貧窮問題惡化，1978年中國的貧困人口高達 8.5億，約占當年人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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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87%（中央廣播電臺，2021）。鑑於經濟路線的錯誤及財政困境的現實，中共被
迫反省施政方向，最終於 1978年由鄧小平拍板決定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來推動市場化改革。

二、改革開放初期

改革開放之後，市場化推動中國產業經濟的成長，城市工業部門對於勞動的需

求增加，也帶動國民所得提升（圖 1），但「先讓部分地區富起來」的發展策略造
成各地發展程度不一，內陸與沿海之間出現發展差異，內陸農村經濟發展滯後。不

過，得益於製造業部門與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農民外出務工並匯回部分所得，緩解

部分地區的貧窮問題。這種因為經濟成長或地區開放帶動所得、減少貧窮的作法，

可稱之為「開發式扶貧」（羅伯特．沃克、楊力超，2021）。隨著農村勞動人口外
移，糧食契約收購價格成長幅度趨緩，農村生產也遇到瓶頸（張曙光 1995）。逐
漸拉大的城鄉差距與二元戶籍制度，讓農民工在城市務工時面臨到身分歧視（吳介

民，2019），且中共經濟發展策略又特別重視城市與工業的發展，解決農村貧窮
問題的力道不足。

圖 1　中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2021）

說明：單位為人民幣（元）

資料來源： 作者自製（取自「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檢索日期 2022

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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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十分清楚農村經濟的落後對政治與社會的副作用，從 1982年到 1986
年連續五年以農業、農村與農民為主要對象發出「一號文件」，要求全國幹部重視

農村經濟發展。此外，1982年開始針對甘肅省定西、河西地區、寧夏西海固等地
區設立「三西」扶貧計畫，每年專項撥款 2億元人民幣以進行扶貧開發，其後又於
1986年啟動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由國務院成立專責機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
領導小組」來負責組織、領導、協調、監督、檢查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工作，也確

定了 331個重點扶持的貧困縣（李小健，2014）。簡言之，這個時期中共的作法是
以集中力量、保障重點縣的模式為扶貧主要思想。

其後，為了加速扶貧工作，中共於 1993年將「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
更名為「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並於 1994年 3月推動《八七扶貧攻堅計畫》，開
始安排專項資金投入扶貧工作，在這個階段確定了 592個貧困縣為重點扶貧對象，
以增加國家資源投入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自 1996年起，鄉鎮企業成長速度
趨緩，產值開始下滑，這也意味依靠鄉鎮企業提高農民所得與拉動農村經濟的作法

效力減弱，但中共當局認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

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開始從海外進口糧食，對於自身糧
食需求減少，遂讓「三農」問題更為嚴重。2004年，胡錦濤再次以「三農」為題
頒布「中央一號文件」。不過，此一時期經濟成長與扶貧工作的關聯性降低，原因

是加入WTO之後，沿海地區城市的出口經濟部門快速發展，但農產品受到國外進
口產品的競爭，農村產出未能與總體經濟同步成長，此時中國尚有約三千萬的農村

貧困人口未能解決溫飽問題，嚴重的城鄉差距讓社會失衡，讓中共當局逐步增加對

貧窮地區的專項社福投資，此舉具有「保護式扶貧」特色，但由於資源有限，因此

無法根本解決貧窮問題，只能儘量緩解貧窮對社會所造成的副作用。

中共當局在「十五計畫」之後，一方面透過對貧窮地區的農業經濟進行扶持，

例如在 2011年 2月制訂《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另一方面仍
加大保障貧戶溫飽，同時更重視保障教育、醫療與住房，並提高標準將農民人均收

入 2,300元人民幣作為國家扶貧的標準。然而，由於貧困人口常分布於偏僻地區而
形成「孤島效應」，再加上扶貧資源的持續投入導致邊際效用遞減，使得減貧、扶

貧策略的效果不彰（Guo, Zhou, and Liu, 2022）。
2013年習近平在湖南省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時，提出「精準扶貧」的概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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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整治貧的工作辦法，並於 2015年 11月發布《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文件改
變扶貧的「頂層設計」，將「脫貧」定性為「主要政治任務」，要求全黨同志咬定

青山不放鬆地進行攻堅，「⋯⋯到 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
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國務

院公報，2015）。

四、中國社會貧窮屬性的變化與影響

歷屆中共領導人皆知貧窮問題惡化必會衝擊統治穩定（王信賢，2008），所以
扶貧減貧不單是簡單的公共治理或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然而國家若欲從

減貧、扶貧轉變為脫貧，其難度必然會大幅增加；且將解決貧窮問題的重要性上升

為「主要」政治任務，這也意味國家將要投入更多的行政資源而增加財政負擔，且

脫貧的政治承諾萬一跳票，便會受到後座力衝擊而影響習近平的領導威信。但為何

習近平仍欲改變貧窮治理模式？這個轉折與習近平對於貧窮認知的關聯又是為何？

其與中共治理的內在聯繫又是什麼？ 
由於經濟快速發展，今天中國「絕對貧窮」的問題已經獲得改善，但「相對貧

窮」則仍是嚴重的困擾（張子麟、歐陽新宜，2022）。此處所言之「相對貧窮」
是指因為經濟條件差異而遭致身分歧視，進而無法獲得如常人所擁有的資源或機會

（潘維琴，2007）。馬克思將無產階級貧困分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的兩種形式
（黃承偉，2020），並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無產階級貧困源於
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貧窮是因為農民與工人的生產資料被剝

削，而土地之於農民、勞動之於工人都是其賴以為生的重要生產資料，但資產階級

透過占有其關鍵生產資料來獲得剩餘，進而也讓農民與工人陷入貧窮，因此只能依

靠共產主義的公有制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通過剝奪「剝奪者」才能徹底解決無產

階級貧困處境（孫詠梅，2020）。
面對現代化所導致的貧窮，馬克思主義將生產資料公有制視為解決貧困問題的

主要提案（張婉、李包庚，2020），這與西方經濟學以經濟成長增加收入來解決貧
困的思路有所區別，不過當代貧窮問題的主體並非是絕對貧窮的低所得者，而是貧

富差距擴大的相對貧窮之弱勢者。以歐洲為例，其主要是透過社會保障制度來化解

貧困的問題，並據此發展出福利國家的制度體系，讓國家擔負消除貧困的主要責任

（民政部，2005）。洪朝輝（2002）透過對美國社會的貧窮問題觀察指出，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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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若欲解決貧窮問題（特別是城市貧窮問題）則應該設法向貧窮者賦權，若以此為

參考，則從改善貧民生計到合理縮減貧富差距、從脫貧工程到所得的正義分配、從

安排工作到改善勞動條件等等，解決貧窮問題實踐方式與重點都需要有所改變（社

論，2015）。
中共以改革開放引入市場機制的作法來發展經濟，但是引入市場機制無疑是默

許資本主義「復辟」，同時也破壞了原有共產社會的分配平均。馬克思在《哥達綱

領批判》指出：勞動所得不為勞動者所有是貧窮問題的主因，這也正是中國經濟改

革之後貧窮問題複雜化的主要原因。當民眾收入增加、生活改善之後，此時中國貧

窮問題的本質出現變化，雖然絕對貧窮情況已經減少，但經濟差距所導致的福利不

足與機會歧視卻持續增加，此為「相對貧窮」所導致的狀況。相對貧窮所引發的差

別待遇容易造成「社會排除」（劉鶴群，2015），
1

１當農村經濟無法推動扶貧、減

貧時，貧困人口就容易在農村聚集，而離開鄉村在城市處於弱勢的農民工與在鄉生

活的農民，也容易因為「社會排除」而出現不滿現狀的情緒（蔡禾、李超梅、馮建

華 2009）。特別是加入世貿之前的經濟調整造成了農業衝擊，社會不滿情緒讓各
地群體抗爭事件頻傳（陳志柔，2003），貧窮屬性的轉變讓中共當局必須儘速提出
有效對策。

過去，中國是以集體或單位來處理貧窮保障的問題，其後則是透過勞動法來要

求企業落實保障農民工之責任。此外，國家也強化財政補貼來改善城市農民工的居

住、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然而「相對貧窮」也發生在落後農村地區，中國經濟

改革雖創造條件，讓想要追求財富或提升所得的農民可以選擇外出務工，但戶籍制

度與土地產權制度則讓民眾即便外出務工但戶口卻仍在原鄉（楊友仁，2014）。而
鄉村地區則因為欠缺發展而相對落後，這讓農民面臨福利短缺、機會歧視所造成的

「社會排除」（施世駿，2009），這個相對貧窮所引發的問題則成為政府治理上的
難題。

區域落差、貧富差距使得「社會排除」的現象增加，快速的經濟發展更激化了

社會分歧，貧富差異和階級剝削所導致的相對剝奪感被認為是民怨累積的主因（王

信賢，2006）。為了確保政權穩定，「維穩」便成為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的重

註１	  所謂的「社會排除」是指排除對個人經濟面、非經濟面匱乏及剝奪的動態累積過程，社會排除理論
將社會成員在福利資源中不平等的分配視為部分社會成員被社會排除的現象，而相對貧窮的階級會

因為個人或家庭所掌握的資源低於社會平均，容易遇到制度歧視進而感覺處於疏離狀態或遭遇社會

排除，見劉鶴群（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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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治任務，例如於 2010年中共維穩預算便已超過軍事費用（汪毓瑋，2013），
種種跡象顯示社會因貧窮所產生之對立激化，讓中共當局必須設法對此加以應對。

參、中共治理貧窮問題的策略類型

一、經濟開發的減貧策略

中國地理空間與人文社會的複雜性讓各地貧窮成因迥異，這使得中共一開始在

處理貧窮問題時是以改善經濟結構為目標，希望設法透過改善基礎建設、發展在地

經濟來增加創收。然而運用改良外部環境、強化經濟開發的這種作法，雖然有助於

民眾收入的提高，但未必能有效解決貧窮問題。

1994年中國提出「八七扶貧攻堅計畫」，希望能在 2000年之前讓中國 8千萬
貧困人口多數能擺脫貧困處境，這個攻堅計畫主要是幫助貧困農戶改良土地、農田

基本建設，增加經濟作物的種植、畜牧業生產與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其次，

改善鄉鎮道路、電力與飲水問題；最後則是改善教育與醫療衛生。

在「八七扶貧攻堅計畫」當中，中共當局選定 592個國定貧困縣，並讓地方
幹部負責扶貧工作，相關扶貧資金則是在 1997年增加 50%。在 1994年到 2000年
的攻堅計畫期間，中共當局投入三項扶貧基金（專項扶貧貸款、以工代賑和財政

發展及新增財政扶貧基金等）的資金約為 149億美元（汪三貴、李周、任燕順，
2004）。而根據 1998年到 2001年的統計，相關資金的 46%的扶貧資金分配給農
業，20%用在基礎設施建設，14%投向工業，6%用在交通部門，3%用在教育和
醫療衛生，但研究顯示，扶貧投資對於減少貧困人口數量的層面上並沒有出現積極

的效果，貧困縣的經濟的確出現成長，人均收入也有所增加，但多數是該地區非貧

困人口獲得了直接利益（汪三貴、李周、任燕順，2004）。

二、社福保護的扶貧策略

在「八七扶貧攻堅計畫」之後，2001年至 2010年，中國又再次推動「農村扶
貧規劃（2001∼2010年）」，在 592個重點貧困縣之外（若加上集中連片特困縣
則有 832個貧困縣），另外確認 14.8萬個貧困村，採用參與式村級扶貧規劃與跨
部門的綜合扶貧方法。除了持續強化勞動流動之外，中共當局也推動農村醫療保

健，避免因病而貧的問題成為扶貧障礙。在胡錦濤執政期間，鑑於社會衝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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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中共特別強調「和諧社會」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的扶貧理念，提出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設法建構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體制保障。

具體作法是透過經濟補貼作為扶貧減貧的策略，以深化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等

方式來降低社會矛盾（馬凱，2005）。這個作法便是讓「開發式減貧」與社會保障
體系相結合，例如採取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相互結合的作法，構成了

「社福保護的扶貧」作法（黃承偉、劉欣，2016）。

三、脫貧攻堅與精準扶貧

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根據
聯合國統計，2021年中國民眾卻仍有 1.5億人屬於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為 10.2%
（今日頭條，2021）。中國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自 2000年超過 0.4的警戒
線後就快速上升，2010年的吉尼係數更高達 0.61（中國網，2012），群體性事件
頻傳，導致中共高層不斷強調「和諧社會的重要性」。中國底層社會所面臨的貧窮

問題正削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也因此習近平在 2012年就任後便提出
「脫貧攻堅」的政策，並在 2015年制訂計畫要求於 2020年全中國農村貧困人口要
全部脫貧（鄧聿文，2021）。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當政策目標從減貧扶貧轉變到脫貧攻堅，這

需要搭配貧窮治理制度的創新。習近平認為過往灌水式的扶貧作法效果有限，必須

改以精準扶貧。但若要強化扶貧的精準性，這則需要能具體掌握扶貧對象的數據，

以此進行資源的分配。具體作法則有兩種：一種是運用市場作為槓桿來削減貧窮的

困境，也就是設法找到在地資源來建構比較優勢，再透過商品化的方式來推動經濟

成長並帶動所得的增加，例如在各地扶貧工作時常見的「扶貧工廠」模式；另一種

則是將貧窮階層加以細分，透過黨務監督、行政考核等方式，結合地域與人文的方

式，因地制宜來加以處理，例如在 2015年 10月所提出的「五個一批」
2

２作法便是

具體的例子。

習近平認為脫貧攻堅應該要將資源直接導入給需要的主體，若從 2016年的數
據來看，當年中共中央、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為 1,154億元人民幣，較 2015年
成長了 43.5%，由中央安排 661億元人民幣（中國網，2016），省級安排 493億元
人民幣。而中央扶貧資金中有 53%的資金直接用於建檔立卡的貧困戶，38%則是

註２	  也就是「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
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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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改善貧困村的農田水利、村級道路、飲水沼氣等基礎建設，9%則是用於金融
扶貧補償金、保險及信息化和建檔立卡管理支出（謝岳，2020），由上述資料可
知，近一半以上的中央扶貧資金是直接交付給貧困戶。

從 2016年到 2020年，中共每年新增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 200億元人民幣，
2020年達到 1,461億元人民幣，同時安排綜合性財力補助資金 300億元人民幣，
支持重點扶貧攻堅地區的弱項，用以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的問題。從 2016年到
2020年第 3季，全中國 832個貧困縣統籌整合各級財政涉農資金規模超過 1.5兆
元人民幣，每個貧困縣可支配的扶貧資金由之前幾千萬元人民幣，提升到年平均

3.6億元人民幣（光明日報，2020）。相關研究指出：精準扶貧政策的導入讓貧困
地區財政投入效益提升，增加貧困地區農民收入的增加，縮減了城鄉居民所得的差

距（Yang et al., 2022）。
透過行政介入、資源整合與主體增能等等作法，中共當局認為「脫貧攻堅」的

任務已經完成，2021年 2月，中共正式掛牌「國家鄉村振興局」，取代之前的「國
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也意味 832個貧困縣已經脫貧，12.8萬個貧困村
也解決困境（ETtoday, 2021）。綜觀習近平所推動的脫貧治理，其調整過去「發展
式減貧」、「保護式扶貧」的貧窮治理模式，取而代之則是以國家資源經由行政體

系投放貧戶主體的直接賦能模式。這一種自上而下由黨中央啟動的強制性改變，此

一任務既需要精準掌握貧戶資訊，也需要政治動員來發揮行政效能才能奏效，脫貧

攻堅成為了一個新的政治運動。

除了要求行政體系調撥資源濟貧之外，更要求在地幹部承擔扶貧工作的具體執

行，習近平以黨國體制直接介入貧窮治理，運用政治力量來推動公共管理，這也讓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讓中國的貧窮治理制度從公共管理、市場機制的治理模式，轉向

為國家介入、行政主導的政治管制模式。貧窮問題不再是公共性議題、經濟發展問

題，而是關係中共合法性存續、習近平執政效能的政治問題。

如此一來，習近平執政時期，其個人對於問題的認知與思考，將以「頂層設

計」之名而作為指導行政部門政策規劃與執行的主要因素，此舉將剝奪中國大陸公

共管理的市場性與社會性，正如同原本的減貧扶貧轉換為脫貧攻堅。習近平對於貧

窮本質的認識構成了中共當局的「頂層設計」，使得本屬於經濟社會治理範疇的貧

窮問題，屬性轉變為與執政合法性、施政效能相關的重要指標，進而也賦予習近平

使用黨國體制介入貧窮治理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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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習近平對於貧窮問題的認識與文字探勘的驗證

一、「習近平思想」與貧窮治理的「頂層設計」

習近平作為黨中央核心、全黨核心，其嘗試將中共由市場社會主義重新帶回

正統馬克思主義（orthodox Marxism）的意識形態道路，習近平也曾指出：「我們
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麼經濟理論」

（習近平，2020）。習近平所提出的如：「精準扶貧」、「共同富裕」，「全面建
設小康社會」、「中國式現代化」，各個政策背後都可以看到「習近平思想」與馬

克思主義的關係。習近平強調運用財富再分配的機制來推動共同富裕的設想，也與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論十分類似，例如在 2020年 8月 15日的中央政治局第
28次集體學習會，中共以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和方法論為學習重點。
會議中習近平提道：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

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並點名肯定皮凱蒂（Thomas Piketty）
《21世紀資本論》從分配領域探討當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財富不平等的現象有其
深刻的意義。不過，習近平認為皮氏的研究美中不足之處是沒有涉及所有制的問

題。習近平認為當代中國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拓，便是在所有制

的問題上的突破性作為。

當中國進入「新常態」之後，過往運用經濟成長來減貧、國家社福財政投入來

扶貧的作為都受到影響，此時，必須尋找治理貧窮的「新思維」。那麼習近平的想

法為何？其想法的主要重點又是什麼？

首先，為了瞭解中國貧窮的原因，從 2012 年到 2020 年，習近平共計主持 7
次中央扶貧工作會議，進行 50多次的調研扶貧工作，走過 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鄧聿文 2021），深入基層考察現況。基本上，習近平對於貧窮的重點是放在：
如何具體解決農村貧窮的實際問題（陳重成 2021；耿化敏、房穎，2020），換言
之，習近平關注的是貧窮主體的生活溫飽與貧富差距的問題（張瑞敏，2020）。

其次，習近平在福建寧德地區擔任地委書記時，為了扶貧工作曾提出「經濟大

合唱」、「弱鳥先飛」、「滴水穿石」等論述，據此也曾編輯《擺脫貧困》一書出

版（劉永富，2018）。我們也能自《擺脫貧困》一書中看到相關的工作方式，如：
強調精準扶貧、加強基層黨建來扶貧，透過金融扶貧和產業扶貧等來達成任務等等

之相關論述，而這也構建出習近平治貧的工作辦法。

最後，當前中國貧窮的核心是剝削問題（歐陽新宜，2021），而剝削則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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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公平的分配所導致，習近平主張以國家介入分配來處理這個問題，要以調整分

配制度來減少貧富差距，而具體的作法便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鄉居民

收入並縮小收入差距，農村地區則需要行政支持來解決溫飽與生存的問題，以利推

動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建成。

二、相對貧窮與主體增能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bhijit V.Banerjee與Esther Duflo在《貧窮的本質》
一書中指出：窮人的生活容易陷入高風險的危機；窮人對於財務管理的方式欠缺交

易成本的概念；窮人欠缺長期規劃的能力，同時忽視教育的重要性。因為上述原因

使得窮人無法運用理性進行深入思考，採取避險作為並進行長期規劃。當前中國貧

窮的問題也是如此，因為「相對貧窮」所導致的「社會排除」已經造成了負面影響

（方行明、仵程寬、蘇夢穎，2021；朱冬亮，2020）。習近平認為當代中國貧窮
主要與分配制度有關，唯有透過公平分配來幫助貧窮弱勢階層，讓其能擺脫絕對貧

窮的處境，這也是習近平主張以「兩不愁、三保障」作為扶貧工作重點的原意（人

民日報，2019）。
然而，若整體經濟發展減緩，當餅無法作大，唯有透過國家來主導分配模式才

能維持公平，但問題在於過度強調平均主義則會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性。如此一

來，習近平不能採取「大鍋飯」的分配方式，對此，其則是透過「主體增能」的作

法來解決貧困問題，那麼中共當局又是如何找到「主體」？

三、精準扶貧與貧困主體識別：建檔立卡的數據運用

過往中共治貧多以地域空間為對象，例如選定貧困縣或地區來進行扶持，但此

舉效果有限，想要脫貧還是必須鎖定個別家戶，既治本也治標，故需要掌握貧困主

體的情況，不過這套作法必須結合人地關係（human-land relationship），因此精準
扶貧也可以算是中共貧窮治理的制度創新（Yang and Liu, 2021）。現行中共精準扶
貧策略的緣起是在 2013年 11月，當時習近平前往湖南花垣縣十八洞村進行考察扶
貧所提出的指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此後，立足於

「精準扶貧」的基礎，中共展開「五個一批」的扶貧工作。然而如何扶貧？由誰主

持工作？習近平對這些事務的規劃與其早年在河北正定工作的經驗似乎有所關聯，

當年習近平的作法便是以黨領政，選派幹部派往貧困村，此舉也成為其後精準扶貧

的標準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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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扶貧的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識別貧困戶？如何讓資源、資金避免

誤用、濫用而能讓貧困戶直接受惠？這些問題一直影響扶貧工作的執行。為了解決

問題，中共首先採取的是導入黨政組織的能力，例如採取「第一書記」政策，並建

立起「五級書記抓扶貧」的領導責任制；其次則是採取信息系統全方位覆蓋，例如

建構出六級業務網路的扶貧開發信息系統，
3

３精準扶貧這種結合過往的組織動員與

運動式所構建出來的「有管理」的扶貧運動（Zeng, 2020），再搭配上資訊系統而
形成了強大且更為精準的政策介入能力（王亞華、舒全鋒，2021）。這些改變多數
出現在 2017年的十九大之後，此時脫貧治理已經進入攻堅階段，而具體的例證之
一便是「建檔立卡」制度。

「建檔立卡」制度是在 2013年開始執行，當時藉助此一制度於 2014年識別
出 12.8萬個貧困村、貧困戶 2,948萬戶、貧困人口 8,962萬人。學者的研究指出，
當國家能夠「識別」貧戶的身分並加以登錄於數據庫之後，政府將更容易傳遞資源

至家戶主體（Li, Gao, and Tang, 2022），但初期制度建立仍無法解決虛假貧困戶的
問題，因而常導致資源錯誤分配或運用，這也影響到脫貧攻堅任務的執行（每日頭

條，2018）。而在 2015年的《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文件中，「抓
好精準識別、建檔立卡」這個關鍵環節已被視為攻堅戰的重要基礎，因而從 2017
年開始，中共把貧困識別和建檔立卡作為精準扶貧的一號工程，搭配全國扶貧開發

信息系統將精準性帶入工作之中，中國的扶貧工作從以區域為工作對象，隨之調整

為以個人為對象，此舉降低了扶貧成本與提升扶貧績效（新華社 2017）。總體而
言，藉助訊息平臺蒐集數據並核實登記之後，中共當局開始嚴查虛假貧困戶來進行

清退，此舉幫助中共對貧困戶主體進行政策挹注的精準度增加，也讓扶貧效果開始

呈現（姜義雙，2020）。

四、從扶貧到脫貧：習近平講話用語變化的文字探勘

在中共統治之下，過往中國的社會問題主要是階級矛盾，但隨著強化中共領導

的角色，讓國家成為階級中立的工具，以國家來消解階級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

階級鬥爭可以被「內化」而解消。此外，習近平將「人民」視為國家的主體，而中

共則為「人民」的主理人，所有階級被黨的意志而聯繫，那麼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

矛盾是什麼？習近平認為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

註３	  六級：中央、省、市、縣、鄉鎮、行政村等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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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間的矛盾」，而這個新時代矛盾則可以理解為：因為經濟約束、貧窮限制而導

致發展歧視、社會排除的矛盾（新華網，2022），那麼要如何化解這樣的矛盾？
對此，習近平的想法出現了變化，其政策核心從扶貧轉變為脫貧，為了解決相

對貧窮的問題，因此習近平開始採取改造貧窮對象的作法，其治理貧窮的過程中則

依賴「黨的領導」，以黨領政來解決中國農村貧窮的問題，而此舉也能凸顯由其領

導的「舉國體制」之制度優越性，讓民眾相信在其領導之下，連毛、鄧、江、胡都

無法解決的中國貧窮問題，都能因為中共黨的領導與中國的舉國體制之功而獲得終

極解決，那麼自然也有利於習近平進一步集中權力。

其次，習近平把「分類化」與「精準化」作為貧窮治理的辦法，將貧困成因做

類型區分並透過資料建檔、數據核實以讓資源到位，期望能透過創新扶貧資源的方

式，讓過往由中央或外部向貧困地區輸血的模式，轉變為協助地方自己擁有造血功

能的模式（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
本文認為習近平對於治理貧窮想法的改變，是導致從江澤民、胡錦濤以來中國

扶貧工作模式根本改變之主因，這個過程也顯示出「習近平思想」對於中共政策執

行的具體影響。本研究將藉助文字探勘（Text Mining）來驗證此一命題，研究者將
分析習近平十八大上臺以來的歷次重要講話文本，從中找出其貧窮政策相關用語的

使用變化趨勢，藉此解讀習近平對於貧窮認識的變化脈絡，並說明中共從扶貧到脫

貧的政策轉換脈絡。

實際操作上，本文透過網路爬蟲蒐集習近平上來以來的歷次講話文本，
4

４資料

橫跨時間為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22年 6月 5日，共 1,072篇。爬蟲資料經初步
處理後（包含去除數字、符號與英文字母等），即採用 JiebaR之混合模型（Mix 
Segment）進行分詞。該分詞引擎結合最大概率（Max Probability, MP）與隱馬可
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能發現辭典缺乏的詞彙，更能有效精
進分詞結果。其後，本文針對分詞結果，進行詞頻分析，透過計算 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找出整體習近平講話中的關鍵詞彙，並建
置雙連詞彙網絡等，詳細文字探勘流程請參見圖 2（Silge and Robinson, 2017）。

註４	  為了避免資料來源不同所產生的影響，本文所分析的講話文本取自《共產黨員網》（2022）「重要講
話」頁面，網址為：https://www.12371.cn/special/xxzd/jh/，爬蟲日期：2022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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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字探勘流程圖

說明：相關資料處理分析與網路爬蟲皆使用統計軟體 R完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共產黨員網，2022）。

（一）習近平講話文本中貧窮相關詞彙分析

本文首先呈現習近平講話中與貧窮相關的詞彙。從表 1可以看出，習近平講
話中次數最多者為「脫貧攻堅」，在 1,072篇文本中提及 773次，其他與習近平貧
窮治理政策相關的詞彙，如「脫貧」、「減貧」、「扶貧開發」、「精準扶貧」、

「建檔立卡」等，也常見於其講話文本中。

表 1　習近平講話文本中貧窮相關高頻詞彙

排序 詞彙 詞頻 排序 詞彙 詞頻

1 脫貧攻堅 773 11 精準扶貧 80

2 扶貧 500 12 脫貧致富 67

3 貧困 394 13 貧困村 61

4 脫貧 393 14 貧困戶 55

5 貧困地區 305 15 返貧 48

6 貧困人口 213 16 建檔立卡 36

7 共同富裕 202 17 致貧 33

8 扶貧開發 132 18 貧富 23

9 減貧 121 19 積貧積弱 21

10 貧困縣 91 20 貧富差距 1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共產黨員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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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了進一步呈現習近平講話中的語言結構，而非僅透過單一詞彙的出現

次數來解釋。本文運用 N-Gram呈現二個連續單詞（bigram word）與三個連續單
詞（trigram word）構成的序列，即雙連詞彙與三連詞彙（請參見表 2與表 3），
同時亦繪製出雙連詞網絡（請參見圖 3）。從中可發現當習近平在提到貧窮相關字
眼時，主要使用的詞彙選擇，如以三連詞中的排序 1、2、5的組合來看，就可知道
「脫貧攻堅」與「打贏脫貧攻堅戰」是習近平經常使用的詞彙組合。

而從「脫貧」與「扶貧」延伸來看，可看到「脫貧」相關詞彙除了「脫貧攻堅」

外，主要高頻詞彙有「精準脫貧」、「脫貧致富」、「貧困人口脫貧」、「貧困地

區脫貧」等；而與「扶貧」共同連結使用的詞彙有「扶貧開發」、「精準扶貧」、

「扶貧開發工作」、「扶貧工作」、「易地扶貧搬遷」、「扶貧協作」等。

表 2　習近平講話文本中貧窮相關高頻雙連詞（bigram）

排序 單詞一 單詞二 雙連詞詞頻

1 脫 貧 1,331

2 貧 攻 813

3 扶 貧 760

4 貧困 地區 307

5 貧困 人口 213

6 深度 貧困 149

7 貧 開發 134

8 減 貧 121

9 貧困 群眾 102

10 貧困 縣 9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共產黨員網，2022）。

表 3　習近平講話文本中貧窮相關高頻三連詞（trigram）

排序 單詞一 單詞二 單詞三 三連詞詞頻

1 貧 攻 堅 813

2 脫 貧 攻 794

3 扶 貧 開發 132

4 深度 貧困 地區 107

5 贏 脫 貧 103

6 精準 脫 貧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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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單詞一 單詞二 單詞三 三連詞詞頻

7 精準 扶 貧 81

8 人口 脫 貧 80

9 貧困 人口 脫 72

10 脫 貧 致富 70

11 農村 貧困 人口 66

12 貧 開發 工作 54

13 地區 脫 貧 50

14 貧困 地區 脫 43

15 扶 貧 工作 40

16 扶 貧 精準 39

17 扶 貧 搬遷 36

18 貧 精準 脫 36

19 易地 扶 貧 36

20 扶 貧 協作 3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共產黨員網，2022）。

圖 3　習近平講話文本中貧窮相關高頻雙連詞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共產黨員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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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找出習近平講話文本中的關鍵詞彙，而不是出現次數較高的詞彙，本

文使用 TF-IDF作為權重進行關鍵雙連詞彙的選擇，據此排除在各篇講話中常見詞
彙（頻繁出現的詞），只選出出現在少數文本中高頻獨特詞彙以作為關鍵詞彙；

再者，選擇雙連詞而非單字詞的原因在於能夠提供更好理解的上下文訊息（Engel 
and Bailey, 2022; Silge and Robinson, 2017）。

為達到上述目的，本研究從習近平各篇講話文本中選取 TF-IDF值最大的十個
雙連詞，再計算出該雙連詞被選擇的總文本數量。表 4列出與貧窮相關的雙連詞被
選擇的文本數，與表 1中的高頻詞彙比較，可看出「脫貧」與「扶貧」是習近平講
話中與貧窮相關最重要的雙連詞彙。也就是說，從習近平講話每篇文稿中分別挑選

十個關鍵詞彙時，「脫貧」在其中 19篇文本中都是關鍵詞彙，「扶貧」則是出現
在其中的 18篇，

5

５而「貧困地區」與「貧困人口」同樣是習近平所關注的重點。此

外，本研究分析結果也發現「共同富裕」的排名略為下降，可能的原因在於該詞獨

特性較低，在多篇文本中出現的詞頻略低。

表 4　習近平講話文本中貧窮關鍵雙連詞

排序 雙連詞 次數

1 脫 貧 19

2 扶 貧 18

3 貧 攻 14

4 貧困 地區 8

5 貧困 人口 7

6 貧 開發 6

7 共同 富裕 4

8 貧困 群眾 4

9 減 貧 3

10 貧困 縣 3

說明：次數為出現「貧窮」相關雙連詞被選為各篇文章排名前十的 TF-IDF值之次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共產黨員網，2022）。

註５	  從前文可得知，排序第二的「貧攻」為「脫貧攻堅」的組合成分，因此在此並不將其視為關鍵詞彙，
而僅選擇有意義的「脫貧」與「扶貧」為最重要的關鍵雙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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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觀之，在習近平主政時期，「脫貧」作為其重要的工作目標，此亦反映在

「脫貧」這一詞彙在講話文本中最常出現，「扶貧」作為另一個關鍵詞彙，推測其

中原因在於，習近平提出要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政策手段中，精準扶貧、金融

扶貧、產業扶貧都是常見的做法，故也會常出現在講話文稿中。但若進一步觀察習

近平執政至今使用「脫貧」與「扶貧」這兩個詞彙的時序，可以發現仍存在差異。

（二）扶貧到脫貧：習近平講話詞彙時序變化

除了前述對於習近平講話文本中貧窮用語的整體分析外，本研究更進一步比對

習近平講話中「脫貧」與「扶貧」詞彙的使用頻率之時序變化。首先，從詞頻觀察

（請參見圖 4），可看出習近平講話在早期主要使用詞彙以「扶貧」為主，在 2015
年 11月後才開始大量使用「脫貧」相關詞彙，而在 2021年 2月「全國脫貧攻堅總
結表彰大會」後，習近平即較少提到「扶貧」相關詞彙。

6

６

圖 4　扶貧與脫貧相關詞彙歷年使用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共產黨員網，2022）。

註６	  「扶貧」與「脫貧」相關詞彙來自於分詞結果，「扶貧」相關詞彙包含：扶貧、扶貧開發、精準扶貧、
扶貧攻堅、扶貧濟困、開發式扶貧、扶貧幫困等；「脫貧」相關詞彙包含：脫貧攻堅、脫貧、精準

脫貧、脫貧致富、脫貧摘帽等。從此些文字可發現：第一，習近平在「扶貧」相關政策的使用上的

確繼承與揉合了江澤民的「開發式減貧」概念與胡錦濤的「社福保護式扶貧」策略，並納入了習個

人的「精準扶貧」理念；第二，在習近平所使用的「脫貧」相關詞彙中則可觀察到，此些詞彙主要

涉及解決徹底貧窮問題的「政治運動」相關詞彙。

扶
貧

脫
貧

W
or

d 
Fr

eq

 100

 0

 50

 50

 0

 100

12/09 13/01 13/05 13/09 14/01 14/05 14/09 15/01 15/05 15/09 16/01 16/05 16/09 17/01 17/05 17/09 18/01 18/05 18/09 19/01 19/05 19/09 20/01 20/05 20/09 21/01 21/05 21/09 22/01 22/05 22/09



20　中國大陸研究第 67卷第 3期

而若以 TF-IDF作為權重挑選出「脫貧」與「扶貧」為文本關鍵雙連詞彙的文
本數量變化來觀察，在 119篇提到「扶貧」相關詞彙的文本中，共有 32篇文本的
前十個關鍵詞彙中包含「扶貧」相關詞彙；而在 217篇提到「脫貧」相關詞彙的文
本中，共有 35篇文本的前十個關鍵詞彙中包含「脫貧」相關詞彙。而從「扶貧」
與「脫貧」做為關鍵詞彙的文本數量之時序變化來觀察（請參見圖 5），可發現習
近平使用的關鍵詞彙的確有逐漸從「扶貧」走向「脫貧」的趨勢，而關鍵詞彙轉變

的背後即反映出習近平的貧窮治理政策已從「扶貧」走向「脫貧」此項政治任務。

圖 5　扶貧與脫貧做為關鍵詞彙歷年文本數量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共產黨員網，2022）。

換言之，從前述「脫貧」與「扶貧」兩個詞彙的使用時序變化，可以發現，

2015年 10月底，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後，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十三五時期脫貧攻堅戰的

目標任務和要求，此後習近平對於貧窮相關講話的核心，即轉移到以脫貧為重點。

伍、結語

習近平對於貧窮治理模式的改變，讓中共的工作重點從減貧、扶貧轉換成

脫貧，透過文字探勘，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變化主要是發生在 2015 年，也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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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規劃的後期，中共對於貧窮治理出現路線轉移。此一政策的改變讓國家扮演

更為直接的角色，各級行政體系在黨國意志的推動下將全面脫貧視為重要的政治任

務，自此「減貧扶貧」工作讓位給「脫貧攻堅戰」，而減貧、扶貧從常態性的行政

工作變成一種政治運動。此外，藉助文字探勘也可瞭解，習近平政府主要是以精準

扶貧為工作基礎並結合金融扶貧、產業扶貧等作為實際的工作方法。

在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習近平調整了過去以社福保護式扶貧的「輸血」作

法，轉為強調增加貧窮對象能力的「造血」模式。雖然仍繼續運用產業發展、社福

扶持的方法，但更強調數字管理，以「建檔立卡」的方法來確認扶貧主體，再透過

貧困主體的生活與經濟改善程度來考核各級政府的工作績效，並以五級書記制度來

確保工作確實完成。如此一來，中國貧窮治理不再屬於社會福利領域的工作，而是

以高強度的行政管理來介入並配合數據控管的政治性任務。

但為何習近平在 2015年決定要推動由政府承擔貧窮治理的新措施？本研究認
為，主要原因在於 2010年中國開始出現經濟成長率減速，2012年 GDP成長率首
次跌落 8%，故而在 2014年提出「新常態」的判斷。為了加快經濟結構轉型與產
業升級，2015年習近平推動「供給側改革」，但這個經濟改革將直接造成工業部
門的勞動需求減少，也會讓農民工的失業問題加重，為了避免產業調整與勞動失業

影響農村經濟，故而需要強化對農村貧窮治理的力道。

如本文所述，習近平自 2010 年起便注意到運用社會福利手段治理貧窮的問
題，因為當時頻頻出現社福資源被挪用的事件。習近平認為若政府無法具體掌握

需要扶助對象與地區之情況，投入再多資源也無法產生治貧績效，故而決定調整

過去模式改採「精準扶貧」，以強化國家清算具體貧戶資料的能力，並據此設定

福利資源分配與社會保護網覆蓋。
7

７這種運用數據來協助管理的作法，顯示出當前

中共後集權體制中的數位威權（digital authoritarian）特徵，此為習近平貧窮治理
之「頂層設計」特色之一；其次，新的治貧工作是由上到下直接規定相關負責人的

工作內容，建構出推動能力提升式的扶貧模式，而這種定人（數）、定援（助）、

定編（制）的高強度、組織化作法，這種受管理的政治運動（managed political 
campaign）也就成為習近平貧窮治理「頂層設計」的特色之二。

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主要來自於農工階級的支持，近年來隨著市場化與城

註７	  然而本文也需指出：習近平式的脫貧任務是欲改變陷入貧困處境民眾的生活處境，這些民眾或存在
於後發展地區，或是成為城市中低收入之弱勢群體。習近平所欲改變的是一種社會現象，但具體政

策作法則會因為不同地區的現實情況，使得行政部門執行過程出現了不同的側重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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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的發展，新興中產階級快速崛起而成為經濟社會的重要組成人口，但中國仍有

六億人民的月收入低於一千元人民幣，如何爭取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認同與維持農

工階級的政治支持？這是習近平想要續任的重要政治任務，若從權力繼承的角度來

看，則 2015年的脫貧攻堅就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涵。本文認為，習近平之所以願
意承擔更大的責任，對於貧窮對象採取主體增能的方式和精準扶貧的作法來設法解

決絕對貧窮的問題，其背後的主要動機便是期望透過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來作為交

換工農階級支持的政治成果，最終的目的則是能夠強化政治權力格局的穩定，並為

自己的權力繼承增加社會的支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勾勒出「習近平思想」對於當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脈

絡，運用貧窮治理作為分析客體，探討依據習近平個人認知而後透過中共決策機制

所建構的「頂層設計」是如何改變了從江澤民、胡錦濤以來對於貧窮治理的基本路

線。然而必須指出，當前中國政治運作已然是由國家進行全方位的主導，中國政治

的治理型態也出現了如：「行政下沉」和「全過程人民民主」等新型態的控制方式

或理念。因此，在習近平的思考之中，貧困治理也可能是其更大國家戰略中的一個

環節。
8

８

總體而言，本文的主要理論企圖則是欲揭露：「習近平思想」在國家主導的

政策過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對於這種「改變」過程的描述，希望能有助於讀

者理解當前中國政治運作中，領導人的「問題認知」和政策具體執行間之關係。而

我們也據此推斷，中共透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成長來獲取執政合法性的時代已經結

束。新的歷史任務則將是運用經濟發展成就驅動社會發展與階級融合，然後設法在

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領導之下，建構出一種全新的國家與各個階層的社會福利契

約。藉由國家分配或承包脫貧的方式來解決資本化、工業化所產生的各種問題，而

這也正是當前中共推行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雛形。

*　　*　　*

（收件：112年 4月 28日，接受：113年 10月 1日）

註８	  此一觀點感謝審查人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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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ebruary 2021, Xi Jinping declared a “complete victory” in China’s 
battle against poverty, mark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ifficult task of 
eradicating absolute poverty. For a long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consistently mobilized it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invested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f 
impoverished populations. However, as the approach shifted from “poverty 
red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Xi Jinping’s “poverty eradicatio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creased. The CCP needed 
to use it to reinforce the legitimacy of its rule. Xi Jinping’s stance on poverty 
governance differs from that of his predecessors. He believes that the root 
cause of contemporary poverty in China lies in unequal distribution rather 
than underdevelopment. His approach emphasizes “empowering” the poor by 
directly channeling resources to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believing that this 
will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problem of absolute poverty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Xi Jinping’s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in China has 
shifted the CCP’s stance on poverty governance from parti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alleviation to comprehensive poverty eradication. Due to his insistence on 
centralized power, poverty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moved away from relying 
on adjust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o increase income, to instead on adopting 
an approach dominated by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in 
the form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study seeks to clarify how Xi 
Jinping’s political directives during his tenure have influenced national policy. 
Using the CCP’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as a case study, the 
research explains how Xi Jinping’s personal political beliefs have become a key 
variabl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ow the centralized model of power he 
adopted has become the main mechanism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Distribu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Poverty Eradication, Absolut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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